
民初清学史书写中的身份认同与叙述政治

———以李慈铭传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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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后人在回顾、总结有清一代学术时，往往绕不开李慈铭 （越缦）其人。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出自王式通之

手的 《清儒学案·越缦学案》小传，实际由平步青撰传、《清史稿·李慈铭传》以及王式通为王重民辑 《越缦

堂文集》所作跋文内容结合而成。因生前未有经史专著，对李慈铭应列入儒林还是文苑，归入正案还是诸儒一

事，缪荃孙、吴士鉴、徐世昌、夏孙桐等人进行了深入讨论。最终，这些书写构成了后世认知李慈铭学术形象

的基础性文本，而其背后的文本生成机制，不但折射出编纂者的身份认同情况，也显示了民初清学史书写中的

叙述政治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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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晚清著名学者，李慈铭早年以工韵语、擅词章闻名乡里，后经学政吴钟骏引领，步入经史正轨。

捐官入京后，他的见闻和学养日增，逐渐走上独尊乾嘉汉儒的治学路径。所著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的 《越

缦堂日记》更让他声名显赫，引人瞩目。然而，因学术成果多散见于日记中，日记刊印一事又延宕无期，

其余经史著作或皆未刊，或又不见流传①，各界对他在清学史上地位和成就的评价层出不穷，且时常两极

分化。②

实际上，“狂生”而外③，李慈铭的历史形象认知当置于三份传记文本的互文性网络中考察：平步青

《掌山西道监察御史督理街道李君莼客传》《清史稿·李慈铭传》《清儒学案·越缦学案》小传。三者分别

对应私人著述、民初官方史著与半官方学术工程。其性质从 “私人悼亡”到 “故国叙事”的嬗变，构成

观察清末民初政权鼎革和知识话语转型的棱镜。现有研究多着力于李慈铭生平、思想、日记、书札、未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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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长林：《长日将尽，典型夙昔———李慈铭学术批评中所见的乾嘉情怀及其意义》，《人文中国学报》第 ２０期 （２０１４年 ９月），第
１１４ １１６页。早期关于李慈铭的资料汇总与研究成果，可参见朱传誉主编：《李慈铭传记资料》，台北：天一出版社，１９８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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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文恭公日记〉稿本与刊本之比较———兼论翁同騄对日记的删改》，《历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 ３期。



民初清学史书写中的身份认同与叙述政治

稿等①，较少关注上述传记文本，从而未能深度解析李慈铭形象流变过程以及文本生成背后折射出的身份

认同和叙事政治特质。

因此，本文拟借助 《樵隐昔鉙》 《清儒学案》、上海图书馆藏 《儒学传不分卷文学传不分卷》、台北

“故宫博物院”藏 《清史稿·文苑传》稿本等关键材料，辅以 《艺风堂友朋书札》《清儒学案书札》等书

札文献，通过比对不同阶段的文本，分析书札中提及的传目、学派归属争议，结合撰人的身份背景和政治

取向，回答三个层面的问题：（１）《越缦学案》小传的史源；（２）李慈铭从 “诗史兼长”到 “同光后劲”

再到 “学案大家”的形象演变；（３）民初清学史书写中的身份认同和叙述政治。

一、史源发覆：从家传、史稿到学案

尽管徐世章极力认为 “编学案不易蒇事，且稍有疵累，易致人指摘”②，徐世昌依旧召集章华、金兆

蕃、曹秉章、夏孙桐、王式通等学人在 １９２８年末定议开纂 《清儒学案》，并通过十年编纂完成这部巨型学

术工程。过溪在回忆 《清儒学案》的编纂过程时说道：“开始拟具编纂方案，商榷体例案名，然后个人分

担功课，由夏氏持其总”③，对后来研究者颇有提示意义。今 《清儒学案书札》和 《清儒学案存稿》中留

下的诸多细节，使进一步讨论各案的编纂成为可能。本节即对 《越缦学案》小传的史源进行梳理，以展现

三种传记间的互文关系。

在 １９２９年初写成的 《学案编辑概略》中，小传一列的要求为 “根据前人旧文增删，不载细事。旧文

有显误者，宜加改正，文字亦宜剪裁。传末注参某某书”。④ 核之 《越缦学案》小传，显然遵循了此格式：

李慈铭初名模，字式侯，后更名慈铭，字?伯，号莼客，会稽人。生有异才，长益覃思劬学，于书无所

不窥。时越多高才生，咸推为职志。初官户部郎中，光绪庚辰成进士，归本班补官。后迁御史，巡视北城，

督理街道，皆举其职。数上封事，洞中利弊，不避权要。甲午夏，中日启衅，败闻日至，感愤咯血而卒，年

六十有六。少时曾从宗先生稷辰游，入四贤讲堂，后专治汉学，仍服膺宋儒。平生矜尚名节，务矫俗流，有

裁制人伦、整齐物类之心，而道孤命蹇，志未少伸。其 《复陈画卿书》云有 《正名》二十篇，颇自负为内

圣外王之学，足以继 《明夷待访录》《日知录》而起，须?身后始出。说经确守乾嘉诸老家法，于史学致力

最深，日有课记，每读一书，必求其所蓄之深浅、致力之先后评骘之，务得其当……其著作，于经有……于

史有……又有……凡百数十卷。参史传、平步青撰 《传》⑤

具体说来，小传所采的前人旧文为 “史传”和 “平步青撰 《传》”，后者稍好理解，指向由平步青所撰的

《掌山西道监察御史督理街道李君莼客传》一文。

（一）史源之一：平步青撰传

平步青，字景荪，号栋山樵、霞外等，浙江山阴 （今绍兴）人，同治元年 （１８６２）进士。“平步青与
李慈铭既为同乡，又志趣相投，二人都喜欢笔记小说，重视整理乡邦文献。虽然因李慈铭个性狷介，两人

曾有不合，但因平步青温厚宽容，二人终成终生挚友”。⑥ 基于此种关系，平氏承担起了为好友撰传的工

作。在蔡元培 １８９６ 年二月的日记中，已有 “止轩先生示以平景荪前辈所作 《李越缦先生传》，拟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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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研究如张德昌 《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香港中文大学，１９７０ 年）、董丛林 《论晚清名士李慈铭》 （《近代史研究》

１９９６年第 ５期）、卢敦基 《彷徨歧路：晚清名士李慈铭》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张桂丽 《李慈铭的清学史

观———以 〈国朝儒林经籍小志〉为中心》（《中国典籍与文化》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张桂丽 《李慈铭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１６年）、谢冬荣 《李慈铭研究》（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刘晓丽 《李慈铭稿本 〈越缦堂杂著〉十五种述

论》（《历史文献研究》２０２１年第 １期），余不赘述。
贺葆真日记 １９３０年 １１月 ５日，贺葆真著，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 ５６２页。
过溪：《清儒学案纂辑记略》，《艺林丛录》第 ７编，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１９６１年，第 １１６页。夏氏指夏孙桐。
《清儒学案存稿》稿本第 １册，上海图书馆藏，无页码。
徐世昌著，沈芝盈、梁运华点校：《清儒学案》第 １８５卷，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 ４８４５ ４８４６页。
付凤娟：《浙人平步青及其文献学成就初探》，《浙江万里学院学报》２０１５年第 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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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① 的记载。该传大要如下：

君姓李氏，初名模，字式甫，后更名慈铭，字?伯，号莼客，浙江会稽人。生有异才，年十二三即工韵

语，集中所存游兰亭诸诗是也。长益覃思劬学，于书无所不窥。时越多高才生，咸推君为职志……己丑试御

史，庚寅补山西道监察御史，转掌山西道，巡视北城，督理街道，皆举其职。数上封事，洞中利弊，不避权

要。被旨允行或报闻，君顼顼不自得。今年夏，倭夷犯边，败问日至。知君者颇讶，何以无所论劾。盖君戌

削善病，至是独居，深念感愤，扼腕咯血益剧，遂以十一月二十四日竟卒，年六十有六。

君自谓于经史子集及稗官、梵夹、诗余、传奇无不涉猎而橅放之，而所致力者莫如史；所为散文、骈

体、考据、笔记、诗歌、词曲积稿数尺，而所得意者莫如诗，读者以为定论……君于经学有……于史有……

又有……凡百数十卷。可谓硕学鸿文，蔚为著述者也。友人仅刻其骈体文钞二卷，诗初集十卷，余未礼堂写

定，传之其人……②

大致围绕李慈铭的生平和学行展开。其中的 “君自谓”至 “莫如诗”诸句，取自李慈铭 《白华绛跗阁诗

初集自序》。③ 或是出于对仗起见，传文将原文 “所学于史为稍通”一句改成了 “所致力者莫如史”，并将

“而所致力莫如杜”一句删去。

（二）史源之二：《清史稿·李慈铭传》

回到学案小传的另一史源——— “史传”，其名称由来可溯源至夏孙桐和曹秉章的 “观念之争”。因纂

修学案时参考书目 “所得见者从前坊刻之 《儒林》《文苑》两传④，及中华书局印行之 《清史列传》”⑤，

同人此前在引用坊刻旧本时书 “国史”，引用书局印本时书 “清史”。⑥ 在曹秉章提出统一书为 “史传”的

意见后，夏孙桐仍执意 “道光以前书 ‘国史某传’，道光以后书 ‘清史某传稿’”，并谓 “《国史》是一

书，《清史》是一书，非分别写明不可”⑦，故曹氏不得不致函徐世昌斟酌。最终，徐氏赞同 “史传”的写

法。这也导致研究者认为，“今天我们见到的 《清儒学案》标注 ‘史传’，实非同一版本，因徐世昌没能

采纳夏孙桐意见，故现在所用何书已不可考”。⑧ 不过，针对李慈铭小传，“所用何书已不可考”一句有待

商榷。

１９３４年，曹秉章回忆道：“初开办时所拟 《草目》，本系闰枝与同人分据坊刻之 《儒林》《文苑》两

传及 《先正事略》《国朝学案小识》之书，参酌为之”。⑨ 此处的 《草目》指拟编学案人物名单。结合他此

前的说法：“当开办之初，同人各据所知，与旧有书传中所列者，略具诸儒姓氏，编为 《草目》：闰枝、书

衡所据者，为缪筱珊所撰之 《清史·儒林》 《文苑》两传稿，与坊间印行之 《清史列传》稿；葆之则据

《畿辅先哲传》与 《中州征献录》分摘直隶、河南两省之人，汇叙成目”瑏瑠，可知同人在撰写 《草目》时利

用的大致文献。

李慈铭最初即列于 《草目》名单中，而其名又仅见于 《清史稿·文苑传》，那么可推测的是，同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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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日记 １８９６年二月三日 （３月 １６日），蔡元培著，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 １５ 卷 （日记 １８９４—１９１１），杭
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第 ６７页。芷轩先生指王继香，李慈铭弟子。
平步青：《樵隐昔鉙》卷 １８ 《掌山西道监察御史督理街道李君莼客传》，《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
第 ７２０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３４９页。《越缦堂日记》影印出版时曾附上平氏此文，其中 “倭夷犯边”四字改

成了 “中日启衅”，见 《越缦堂日记》，扬州：广陵书社，２００４年，第 ２页。
李慈铭：《白华绛跗阁诗初集自序》，李慈铭撰，王重民辑：《越缦堂文集》第 ２卷，北平：国立北平图书馆，１９３０年，第 ６页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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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 〈国史儒传〉与道光年间顾祠祭的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７９
本第 １分 （２００８年 ３月），第 ６３ ９３页；赵永磊：《〈国史儒林传〉与阮元 〈儒林传稿〉关系辨误》，《文献》２０１９年第 ２期。
关于此书，可参见王锺翰：《清国史馆与 〈清史列传〉》，《社会科学辑刊》１９８２年第 ３期。
《曹秉章来函》，１９３４年六月廿八日 （８月 ８日），李立民：《〈清儒学案〉曹氏书札整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２３４ ２３５页。
《曹秉章来函》，１９３４年七月初八日 （８月 １７日），李立民：《〈清儒学案〉曹氏书札整理》，第 ２３９页。
刘凤强：《〈清儒学案〉编纂考》，《史学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 ３期。
《曹秉章来函》，１９３４年七月十四日 （８月 ２３日），李立民：《〈清儒学案〉曹氏书札整理》，第 ２４１页。
《曹秉章来函》，１９３０年九月廿五日 （１１月 １５日），李立民：《〈清儒学案〉曹氏书札整理》，第 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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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提名时所据的资料当为后者。由此，负责撰写清史 《文苑 （学）传》的缪荃孙、修订者金梁及最终的

《清史稿·李慈铭传》便进入了我们的考察视野。

缪荃孙曾担任国史馆修纂、总纂，负责 《儒林传》《文苑传》《循吏传》《孝友传》《隐逸传》的纂

修。① 受聘于清史馆后，五传仍由其认领。② 今上海图书馆藏有缪荃孙著 《儒学传不分卷文学传不分卷》

一书，周庆许认为此为缪氏清史馆初纂稿的底稿，阎昱昊近来的研究亦证实了此看法。③ 其中的 《文学

传·李慈铭传》，为我们了解缪荃孙版李氏传提供了方便。具体内容如下：

李慈铭，字爱伯，会稽人。诸生，入赀为户部郎中。至都，即以诗词俪体名于时。每读一书，必求其所

蓄之深浅，致力之先后，而评骘之，各得其当，后进翕然大服，大学士周祖培、尚书潘祖荫引以为上客。光

绪六年进士，归本班，年五十二矣。擢山西道御史，时佥人当国，朝政日非，慈铭请临雍，请整顿台纲。大

臣则纠孙毓汶、孙楫，疆臣则纠德馨、沈秉成、裕宽，数上疏，均不报。慈铭内颇郁郁，遂卒，年六十六。

慈铭性狷介，不求人，又口多雌黄。服其学者好之，憎其口者恶之。俪体文气，盛言宜戛戛独造无一语

落小家。数诗则选声?色，融洽古今，自成为一家之诗，当时罕有俦偶。惜所著撰不传，止存越缦堂文十

卷、白华绛趺阁诗十卷、词二卷。弟子著录数百人，而同邑陶方琦为最。④

值得注意的是，在缪荃孙将 《文学传》上交史馆后，馆内同人曾恢复 《文苑》原名，并由马其昶、柯劭

?、金梁等人多次更改。⑤ 据金梁回忆，他入馆重新参订 《文苑传》时，“复为补辑三魏 （禧等）、钱 （谦

益）、戴 （名世）及文 （昭）、李 （锴）以至周 （寿昌）、冯 （桂芬）、李 （慈铭）、张 （裕钊）、吴 （汝

纶）、林 （纾）、严 （复）等正附各传，弥缝补缀”。⑥ 幸而出于对缪稿的推崇，其所撰 《李慈铭传》基本

延续了缪氏 《文学传》原稿 （见着重号部分）。今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 《清史稿·李慈铭传》稿本，仅可

见金梁对底稿中李氏传的少量修改痕迹。稿本版 《李慈铭传》也成为最终的刊本 《清史稿·李慈铭传》

（附传内容亦相同），全文为：

李慈铭
獉獉獉

，字爱伯
獉獉獉

，会稽人
獉獉獉

。诸生
獉獉

，入赀为户部郎中
獉獉獉獉獉獉獉

。至都
獉獉

，即以诗
獉獉獉

文名于时
獉獉獉

。大学士周祖培
獉獉獉獉獉獉

、尚书潘祖
獉獉獉獉

荫引为上客
獉獉獉獉獉

。光绪六年
獉獉獉獉

，成进士
獉獉

，归本班
獉獉獉

，改御史
獉獉

。时朝政日非
獉獉獉獉獉

，慈铭
獉獉

遇事建言，请临雍
獉獉獉

，请整顿台纲
獉獉獉獉獉

。大
獉

臣则纠孙毓汶
獉獉獉獉獉獉

、孙楫
獉獉

，疆臣则纠德馨
獉獉獉獉獉獉

、沈秉成
獉獉獉

、裕宽
獉獉

，数上疏
獉獉獉

，均不报
獉獉獉

。慈铭郁郁
獉獉獉獉

而卒
獉
，年六十六
獉獉獉獉

。

慈铭
獉獉

为文
獉
沉博绝丽，诗

獉
尤工，自成一家

獉獉獉獉
。性狷介
獉獉獉

，又口多雌黄
獉獉獉獉獉

。服其学者好之
獉獉獉獉獉獉

，憎其口者恶之
獉獉獉獉獉獉

。日有课

记，每读一书
獉獉獉獉

，必求其所蓄之深浅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致力之先后
獉獉獉獉獉

，而评骘之
獉獉獉獉

，务得其当
獉獉獉

，后进翕然大服。著有越缦堂文十
獉獉獉獉獉

卷
獉
，白华绛趺阁诗十卷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词二卷
獉獉獉

，又日记数十册。弟子著录数百人
獉獉獉獉獉獉獉

，同邑陶方琦为最
獉獉獉獉獉獉獉

。⑦

至此可确定，“史传”一词是 《清史稿·李慈铭传》的缩称。

（三）史源之三：王式通 《越缦堂文集跋》

在厘清小传所参书目后，我们还需将视线转向 《越缦学案》的具体负责人。曹秉章在 １９３０ 年六月写
给徐世昌的信札中提到，“书衡所编陈奂 《南园学案》、李慈铭 《越缦学案》各一册，均经闰枝覆阅交来，

兹特寄呈钧鉴”⑧，为我们指出了线索。

书衡即前述王式通，又名仪通，字叔衡，号志?，山西汾阳人，光绪戊戌年 （１８９８）进士，民国期间
一度任全国水利局副总裁。在 《学案》纂修初期，王式通和夏孙桐除分别认领各案外，还共同负责稿件的

９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杨洪升：《缪荃孙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１３ １４页。
夏孙桐入馆后，《循吏传》交其办理，缪荃孙则以 “明遗臣”传补为新五传，见 《缪荃孙函五》（１９１５ 年 ９ 月 １ 日），上海博物
馆图书馆编：《冒广生友朋书札》，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２３０页。按，括号内时间为笔者所考，下同。
周庆许：《〈清史稿·儒林传〉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９年，第 ８４页；阎昱昊：《晚清民国清史 〈儒林

传〉研究》，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２１年，第 １７４ １７５页。
《儒学传不分卷文学传不分卷》稿本，上海图书馆藏，第 ４９０ ４９１页。按，本书无页码。为复核方便，此处以电子全文页数为页码。
参见苏晓芳：《〈清史稿·文苑传〉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８年，第 ９ １５页。
金梁：《道咸同光四朝佚闻》卷下 《重印文苑传叙》，《史料七编》，台北：广文书局，１９７８年，第 ９４ ９５页。
《文苑传·李慈铭》，《文苑 ３》传稿 （包），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 ４８６ 《李慈铭传》，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７７年，第 １３４４０ １３４４１页。
《曹秉章来函》，１９３０年六月廿七日 （７月 ２２日），李立民：《〈清儒学案〉曹氏书札整理》，第 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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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阅工作。遗憾的是，王氏在 １９３１年 １０月因病逝世，名下遗留张之洞、俞樾两大学案未编。① 在其殁后，
夏孙桐对其编辑的旧稿 “屡腾口说”并欲修改②，徐世昌则认为： “书衡已作古人，尚欲存故人之手稿

也”。③ 该意见也由曹秉章录送至夏氏处。④

在徐世昌的强调下，编纂同人此后对王式通负责的各学案并未有过多改动，因此我们可将最终刊出的

《清儒学案·越缦学案》视为王氏一手成之。同时，学案小传中有不少句子不见于平步青撰传和 “史传”，

当为王式通的 “原创”成果。更有意思的是，“原创”中亦有 “旧文”痕迹。

１９３０年 １月，王重民完成了 《越缦堂文集》的辑录工作。在 《书 〈越缦堂文集〉目录后》中，除交

代文集的基本参考书外，他还点出了王式通及其 《越缦丛稿》⑤ 的作用。⑥ 或因此，王重民顺势邀请了王

式通为 《文集》作跋，后者在作于 １９２９年十二月的 《越缦堂文集跋》中写道：

右越缦堂文集十二卷，高阳王有三重民校定……有三在馆，先辑诸史札记次第成书，兹复搜集散文，得

百三十四篇，与虚靄居曾氏所刻骈体文，合若析圭曾氏附录，暨余氏手写之文，俱并入汇刊。惟先生 《复陈

画卿书》有散文分内外篇，约二百首之语；又云 《正名》二十篇，颇自负为内圣外王之学，足以继 《明夷

待访录》《日知录》而起，须?身后始出，此已阙如……先生说经确守乾嘉诸老家法，于史学致力最深。平

生矜尚名节，务矫流俗，有裁制人伦、整齐物类之心，而道孤命蹇，志未稍伸，形诸简觚，可知梗臬。⑦

“复陈画卿书”一句，实摘自 《越缦堂骈体文》卷 ２ 《复陈画卿观察书》。⑧ 不久后，王式通将画线诸句悉
数移至正在编写的 《越缦学案》小传中。在撰成 《越缦学案》后，“裁制人伦、整齐物类”八字又被他继

续用于次年四月所写的 《越缦堂读史札记序》，可谓一举多得。

（四）总结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越缦学案》小传中除若干句子为王式通撰传时的原创，其余内容均可找到 “旧

文”痕迹 （见画线部分）。史源总结如表 １。

表 １

《清儒学案·越缦学案》 出处

　 李慈铭初名模，字式侯，后更名慈铭，字?伯，号莼客，会稽人。生有异才，长益
覃思劬学，于书无所不窥。时越多高才生，咸推为职志……巡视北城，督理街道，皆

举其职。数上封事，洞中利弊，不避权要。甲午夏，中日启衅，败闻日至，感愤咯血

而卒，年六十有六……于经有……于史有……又有……凡百数十卷。

　 平步青： 《掌山西道监察御史督理街
道李君莼客传》

　 平生矜尚名节，务矫俗流，有裁制人伦、整齐物类之心，而道孤命蹇，志未少伸。
其 《复陈画卿书》云有 《正名》二十篇，颇自负为内圣外王之学，足以继 《明夷待访

录》《日知录》而起，须?身后始出。说经确守乾嘉诸老家法，于史学致力最深。
　 王式通：《越缦堂文集跋》

　 日有课记，每读一书，必求其所蓄之深浅、致力之先后评骘之，务得其当。 　 缪荃孙： 《文学传·李慈铭传》、金

梁：《清史稿·李慈铭传》

二、叙述转变：重文还是宗经？

平步青在李慈铭人物品格的塑造上，可谓通过策略性剪裁实现了好友形象的提纯。一方面，他通过隐

去攻讦他人的争议性举动，淡化了传主在时人心中的 “狂士”印象。另一方面，他借助对李氏御史任内谏

诤事迹的勾勒，对其在甲午年不置一词的辩护，刻画出了一位典型的 “清流御史”。在学术定位层面，传

０１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曹秉章来函》，１９３１年八月廿七日 （１０月 ８日），李立民：《〈清儒学案〉曹氏书札整理》，第 ５３页。
《曹秉章来函》，１９３４年六月十七日 （７月 ２８日），李立民：《〈清儒学案〉曹氏书札整理》，第 ２３２页。
《徐世昌批语》，李立民：《〈清儒学案〉曹氏书札整理》，第 ２３２页。
《曹秉章来函》，１９３４年七月初八日 （８月 １７日）、１９３４年七月十四日 （８月 ２３日），李立民：《〈清儒学案〉曹氏书札整理》，第
２３８、２４１页。
李慈铭当下可见著述中并未有此书，应为各种零星书目之总称。李氏著述目录参见张桂丽：《李慈铭年谱》附录二 《著述目录》，

第 ４４０ ４５７页；刘晓丽：《李慈铭稿本 〈越缦堂杂著〉十五种述论》，《历史文献研究》２０２１年第 １期。
王重民：《书 〈越缦堂文集〉目录后》，李慈铭撰，王重民辑：《越缦堂文集》，第 ６页 ｂ。
王式通：《越缦堂文集跋》，李慈铭撰，王重民辑：《越缦堂文集》，第 １页。
李慈铭著，刘再华校点：《越缦堂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１１４９页。



民初清学史书写中的身份认同与叙述政治

文通过对自序的改动，构建出传主的双重身份———既以 “所致力者莫如史”身份纳入经世致用的学术谱

系，又以 “所得意者莫如诗”定位贴近传统文人的审美取向。这种书写策略不仅暗合晚清 “学人”与

“文人”身份分野的时代语境，亦透露出为传主弥合不同评价体系的内在意图，最终完成了一个兼具政治

气节、学术地位与文学成就的多维身份建构。

那么，在清廷覆灭，总结前朝学术史的背景下，《清史稿》《清儒学案》又是如何塑造李慈铭？叙述

转变背后反映了哪些意图？为回答这些问题，本节转向对 《清史稿·李慈铭传》《清儒学案·越缦学案》

小传生成语境或者说叙述转变原因的考察。

（一）“列入文苑，尚可为同光后劲”

听闻李慈铭去世的消息后，缪荃孙颇有感叹：“今年封疆大吏如刘中丞锦棠、谭中丞钧培、周提督达

武、黄提督翼升，吾辈如朱鼎甫同年一新、蔡松生同年右年、许鹤巢先生玉琢、陆存斋观察心源均谢世，

今越缦又继之，大有老成凋谢之感。”① 深知 “今所传仅诗十卷，骈文数十篇，实不足尽莼客也”② 的他，

除热心于校订、刊布 《越缦堂日记钞》外③，也积极关注李氏日记的出版情况④，并在日记影印时列名赞

同。⑤ 在为好友寻找身后位置时，他亦十分看重和谨慎。

在正式开撰 《文学传》前，缪荃孙曾询问史馆同人吴士鉴： “李越缦列之 《文苑》，而陶仲彝力争

《儒林》，不知两传有何轩轾？越缦经学过于湘绮，而只有 《经说》数篇，殊不相合。从前谈过，条理通

贯，别无专书，放下再说。”⑥ 这里的 “别无专书”指向 《儒林传》的收录原则，即光绪年间与缪荃孙共

事修史的谭宗浚所言：“儒林须著作有关于经学，或述程朱奥义，或阐郑孔传笺者，方行采录。至文苑传，

则博洽多闻，淹通史学者为上，而工诗古文词者次之，亦史例也。”⑦ 因了解李慈铭并无经史专著，吴士鉴

回复道：

越缦于经、小学未有著述，似难列于儒林。曾忆癸巳秋闱，此老监试，侄与闲谈，叩以生平著作，自言

于经、小学毫无心得，即有一二说经之文，亦蹈袭前人，不足自立。故葵园刻 《续经解》时来征所著，婉言

谢之。此老自言如是，可见得失甘苦，非亲历者不知也。今陶仲彝欲争入儒林，直是不知越缦也。若列入文

苑，尚可为同光后劲；厕之儒林，黯然无色矣。⑧

话中内容不仅与 １９０９年他对李慈铭 “于史学最长，掌故次之，诗文次之，经学又次之”⑨ 的评价呼应，也

解释了其后他在李慈铭日记交付石印出版之际追忆老辈零落时，仍持 “先生自言经学不深，曩者王祭酒续

刻经解，不敢以一卷孴厕其中，盖自诩则在史学、词章”瑏瑠 的看法。再结合此前他上陈纂修体例时提出的
“此次修史最要者审查所著之书，非确有学派师承者不得滥入 ‘儒林’”与 “‘文苑’除国初诸大家外，其

余以有著述卓然可传者为限，或诗家、或古文家、或骈文家、或金石学家、或校勘之学家、或文选学家，

必须学有专长，方可列入此传”瑏瑡 的意见，不难理解他为何力主将李慈铭置于文苑部分。瑏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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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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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荃孙日记 １８９４年十二月廿九日 （１８９５年 １月 ２４日），缪荃孙著，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日记》第 １ 册，南京：
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 ３３８页。
缪荃孙日记 １９１１年七月十七日 （９月 ９日），缪荃孙著，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日记》第 ３册，第 １５７页。
于民初刊载于 《古学汇刊》，见邓实、缪荃孙主编：《古学汇刊》，扬州：广陵书社，２００６年，第 １３３７ １４４６页。
《蔡元培函一》，（１９１２年 ３月 ２４日），钱伯城、郭群一整理，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第 ６５９页。
蔡元培：《印行越缦堂日记缘起》，《越缦堂日记》，第 ２页。
《缪荃孙函十九》，１９１５年 ５月 ２５日—６月 ３日，陈东辉、程惠新：《缪荃孙致吴士鉴信札考释》，《文献》２０１７年第 １期。
谭宗浚：《希古堂集甲集》卷 １ 《拟续修儒林文苑传条例》，《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７６３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１５９页。
《吴士鉴函十四》（１９１５年 ６月 ３日），钱伯城、郭道一整理：《艺风堂友朋书札》上册，第 ５６４页。
许宝蘅日记 １９０９年八月五日 （９月 １８日），许宝蘅著，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 １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第 ２６０页。
吴士鉴：《含嘉室杂稿·题李越缦先生日记摘钞后》，敖炼编：《吴士鉴著作集》第 ２７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 ３５５页。
《吴士鉴陈纂修体例》，朱师辙：《清史述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１５１页。
值得一提的是，其父吴庆坻曾评价李慈铭：“儒林文苑两称雄，海内心倾越缦翁”，参见吴庆坻：《寿李莼客先生六十》，《补松庐

诗录》卷 ２，清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铅印本，第 ７页 ａ。但出自祝寿诗，多有奉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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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传统士人眼中，《儒林传》的地位远远高于 《文苑传》，这也是身为李慈铭同乡、同年兼弟

子的陶在铭 （字仲彝）为李慈铭力争的重要原因。李慈铭嗣子李承侯亦为此奔走。其族兄李文鯥在 １９１５
年 《承侯弟为侍御公越缦叔列入清史儒林传晋都兼谋事赋此志别》一诗云：“长征万里值新秋，前路请缨

志愿酬。执友纂修承汉魏 （纂修清史缪小山、樊云门皆叔氏门弟子），先人列传续王刘”①，透露了其行踪

和目的。在路过上海时，李承侯专程拜访了缪荃孙，可惜二人所谈未能详知，惟后者在同日接到陶在铭的

信后写下了自身感受：“毫无黑白，不值与辩论。”②

事实上，在 《越缦堂日记钞》刊行后，缪荃孙曾向李、陶二人求借日记。③ 因未达成一致意见，导致

缪荃孙继续节录刊行日记的愿望落空。此时得见李承侯为求入传匆匆抄来的日记数十段，他也不以为然。

在致冒广生函中，缪荃孙写道：“李莼客列一传于 ‘文苑’，以陶子缜附之，似乎公道。其子力争要 ‘儒

林’。问经学有著作否？钞来日记数十段，皆掇拾陈言，万不能谓之经学。莼客曾自言经学少功夫。只可

不管。所上折子 （全钞来），亦不如朱蓉生、屠梅君，‘文苑’尚不愧也。兄以为何如？”④ 种种考量下，

缪荃孙最终下定将李慈铭列入 《文学传》的决心。数月后，他开始动手 “撰吴敏树、李慈铭传”⑤，并展

开 《文学传》的校订工作。

为符合 《文学传》的定位，缪荃孙在李慈铭传前便言：“至都，即以诗词俪体名于时”，后续又强调

李氏 “俪体文气，盛言宜戛戛独造无一语落小家，数诗则选声?色，融洽古今，自成为一家之诗，当时罕

有俦偶”。在同年五月十六日 （６月 ２８日）起撰的 《文学传序》⑥ 中回顾有清一代文学时，缪荃孙亦将其

放入同光之际诗文大家的脉络中：

清代学人非宋明所几，至诗文卓然自立者，实不及宋明之盛。国初承几复社之余波，两开鸿博后，又云

集四库七阁，远搜广储，鼓吹休明，止倡下和。嘉庆己未会榜比之鸿博，得人则朱皀、阮元典试之力也。诸

人各有著撰，流传不朽，为有清极盛之时，后稍稍衰矣。同光之际，文推曾国藩，诗则北人推张之洞，南人

推李慈铭为继起大家。今博考诸家之集而订其源流，录其尤者作文学传。

有意思的是，随即他话锋一转总结道：“至考据名家而经学无专书者，均隶于此，两传本无所轩轾云”。⑦

可以发现，这正是他此前与吴士鉴讨论时所说 “不知两传有何轩轾”“别无专书”等语的翻版。如此操作

不禁让人联想到光绪年间的入传风波：缪荃孙因拒绝纪大奎入 《儒林传》而得罪掌院徐桐。⑧ 或受此事影

响，他不得不通过点出李慈铭之名，赞扬其为 “继起大家”以及重申 《儒学》《文学》二传实无高低的举

动，作为对李承侯、陶在铭的回应和自我暗示。

在撰完李慈铭传后，缪荃孙的 《文学传》再无新人加入。有意安排也好，偶然成之也罢⑨，均在冥冥

中坐实了李氏 “旧文学殿军”瑏瑠 的身份和其 “初得户部门联云：余事?修文苑传，闲身且署户曹郎”瑏瑡 的

傲气之言。至此，李慈铭的 “经学家”特质因未有经史专著而被淡化，其文学贡献则被纳入 “文苑”脉

络中获得彰显。李慈铭的学术形象不再仅仅属于个体，而是成为缪荃孙笔下清学史图景中的一枚符号，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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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李文鯥：《承侯弟为侍御公越缦叔列入清史儒林传晋都兼谋事赋此志别》，《梦椭纽室诗存》卷上，１９３３年铅印本，第 １页 ａ。
缪荃孙日记 １９１５年八月六日 （９月 １４日），缪荃孙著，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日记》第 ３册，第 ３９８页。
缪荃孙著，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日记》第 ３册，第 ２０５、２０６、２１２页。
《缪荃孙函四》（１９１５年 ９月 ２１日），上海博物馆图书馆编：《冒广生友朋书札》，第 ２３０页。
缪荃孙日记 １９１５年十月廿九日 （１２月 ５日），缪荃孙著，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日记》第 ３册，第 ４１０页。
缪荃孙著，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日记》第 ３册，第 ３８６页。
《缪荃孙文学传序》，《儒学传不分卷文学传不分卷》稿本，第 ２８０页。
缪荃孙：《艺风堂文漫存》乙丁稿卷三 《国史儒林文苑两传始末》，缪荃孙著，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诗文 １》，
第 ６６２页。
《文学传》从李慈铭传向前推，依次为吴汝纶附萧穆、周寿昌，谭莹附熊景星、黄子高、莹子宗浚，朱琦附吕璜、王拯，鲁一同

附子?，吴敏树附杨彝珍、张裕钊等。排列大致按照生年，但尚不严格。吴、萧列于李前，或许又与二人传的撰写早于李有关。

《清史稿·文苑传》的排列和人数于此均有调整。

蔡元培：《〈鲁迅全集〉序》，蔡元培著，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 ８卷 （１９３５—１９４０），第 ５２５页。
缪荃孙：《云自在龛随笔》，缪荃孙著，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笔记》第 １卷，第 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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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取决于能否嵌入特定的儒林或文苑谱系。

这种 “规训”并非孤例。对比缪荃孙对俞樾的书写，可见后者凭借 《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

疑义举例》三部 “确守家法，有功经籍”专书，得以在 《儒林传》中稳居 “汉学后劲”之位。① 个案差异

背后，折射出乾嘉学术范式在民初的权威延续———考据学的话语权仍由 “专著范式”垄断，“体例未纯”

的笔记体研究则被视为次等知识。在此过程中，以乾嘉汉学为学术依归的缪荃孙，凭借清史馆总纂职位行

使学术编纂权力，将 “专著范式”从考据学的方法论选择升格为知识合法性评判准绳，从而捍卫学术正

统。② 换而言之，无论是对李慈铭的摈弃还是俞樾的收录，均是缪荃孙乾嘉汉学传承者身份和认同的鲜明

反映。

数年后，桐城派大家马其昶另作 《文苑传序》写道：“原自前史，以经学、理学属儒林，辞章属文苑，

二者遂分轩轾，然实非也。经纬天地之谓文，文岂劣词乎。孔子论儒，有君子有小人，则儒不必皆贤，以

其说世所习闻，故不易。要之，文章自有能事，其工者往往兼义理考据之胜。今特各从其所重者区之，然

亦有记览该博而经学无专书者，虽不以诗文名，并次列于篇。”③ 从中还可见经生、文士观念的缠绕以及为

“文”正名之意。但当下 《清史稿·文苑传序》已非缪、马二人原稿，其中言：“但取诗文有名能自成家

者，汇为一编，以著有清一代文学之盛。派别异同，皆置勿论”④，无疑已失去了前人寄予其中的微言

大义。

（二）“此人有经学尚可存之”

在进入 《清儒学案》前，李慈铭已被徐世昌收录于 《晚晴鋎诗汇》，列在卷 １７３ 之首，文字介绍为：
“李慈铭，原名模，字?伯，一字莼客，晚号越缦，会稽人，光绪庚辰进士，历官山西道监察御史，有

《白华绛粄阁诗集》。”诗话则写道：

?伯初官郎署，负盛名，晚始成进士，擢谏垣。生平博综群籍，尤精于史。今所传 《越缦堂日记》累数

十册，皆缀学论文语。已刻者 《湖塘林馆骈体文》。及诗集自序谓所得意莫如诗，所致力莫如杜。又言以一

身备人世之百艰。其所经者，由家及国，沧海之变故，固亦多矣。存其诗，足以征闾里之见闻，乡邦之文

献，而国事朝局之是非，亦或有可考焉。⑤

直接引用李慈铭自序的说法以表明其诗集的价值，可谓落入程序化的窠臼。总体来看，除 “博综群籍，尤

精于史”一句外，诗汇对李慈铭的评价并不高。这或许也影响了学案编纂诸人在初期对李慈铭的看法。⑥

夏孙桐在写于 １９２８年 １０月左右的 《呈主府稿》一文中，除向徐世昌介绍 《草目》的初步分工外，还

有如下文字：

又前奉批指，李慈铭、王运、康有为、严复诸人。经同人斟酌，李维未有经史专著，其考订精博，实

有心得，见于其读书杂识。惟列为正案，是否能称其实，应归入诸儒学案。王、康皆有专书，自成一种学

说。严则译述西书，亦能开派，至其人之纯驳，又当别论。今取广义，故列其名。学案瑕瑜互见，毁誉兼

存，将来应否成立，再请鉴裁。⑦

大意是徐世昌此前询问编纂诸人李、王、康、严四人的具体位置及何以列名，夏孙桐于此答复同人讨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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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俞樾传》见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 ４８２ 《俞樾传》，第 １３２９８页。
缪荃孙在撰写 《儒学传》时，整体也采取维护 “旧学”的立场，对 “新学”加以排斥与批判。参阎昱昊：《晚清民国清史 〈儒

林传〉研究》，第 ２００ ２１０页。
马其昶：《抱润轩文集》卷 ５ 《清史文苑传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７８１ 册，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２６２页。
《文苑传序》，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 ４８４ 《文苑传》，第 １３３１５ 页。金毓黻对此序有 “盖以文论，文苑传序，最为拙劣，不

知出何氏手笔”的批评，李诚怀疑此序为金梁所作，见李诚：《桐城派文人在清史馆》，《江淮文史》２００８年第 ６期，第 ７８页。
徐世昌辑：《晚晴鋎诗汇》卷 １７３，北京：中国书店，１９８８年影印本，第 ３４３页。诗集自序即前揭 《白华绛跗阁诗初集自序》。

诗汇编纂者与学案编纂班子有很大的重合。参见朱曦林：《从 〈大清畿辅先哲传〉到 〈清儒学案〉———徐世昌清学史著作编纂之

演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室编：《理论与史学》第 ３ 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２０１７年，第 １７２ １７３页。
《清儒学案存稿》第 １册稿本，无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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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据文字可知，四人之名均列于最初的 《草目》中。夏氏并认为李慈铭当从正案移至诸儒学案，理

由即 “未有经史专著”。不难发现，这样的理由与前述李慈铭落选 《儒林传》的原因如出一辙。

李慈铭之所以能摆脱 “滑入”诸儒学案之险，受惠于主观意见和客观现实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在曹

秉章呈上王式通撰 《越缦学案》初稿后，徐世昌随即阅目并有批语。① 而在王氏去世后四年，曹秉章重提

此案云：“《李越缦案》，为书衡所辑。钧座于其所学，大加赞赏，事隔多年，恐亦不甚记忆。兹特检出，

再呈钧鉴。”② 徐氏对此批注道：“请再细阅原来评语，此人有经学尚可存之”③，可见他对李氏的看重。另

一方面，１９２０年 《越缦堂日记》成功影印出版④，学案编纂同期购入越缦遗书的北平图书馆对李氏 《汉书

札记》《后汉书札记》《三国志札记》等书的整理和刊印⑤，为世人进一步了解李慈铭的学术水平奠定了新

的文献基础。

具体到内容中，虽参考并部分沿用了平步青和史稿的文字，但学案的叙述重心与前二者实有差别。因

平传、史稿有模糊李慈铭的经、史水平的倾向或者说为了纠正传主 “生前为词章之名所掩”⑥，王式通在

转引二者文字时，不仅将平传中 “所致力者莫如史”一句进一步引申为 “于史学致力最深”，并于前增加

了原创的 “说经确守乾嘉诸老家法”十字，完成改动后再附上史稿的文字。同时为暗中和切实弥补 “未

有经史著作”的缺陷，除在传前强调李慈铭 “遗书渐出，学者服其翔实，翕然称之”外，王式通对撰著的

介绍选择跳过寥寥数语的史稿而直接沿袭平氏小传，可谓是 “别有用心”的叙述策略。⑦

实际上，作为受汉学流风余韵浸染之人，虽已认识到其中流弊，李慈铭仍被视为 “坚守考证学的正统

学派立场，矢志力学为汉学除弊雪污”。⑧ 在平步青的文章中，我们尚难定位李慈铭的学术取向。缪荃孙将

他置于文苑的叙述策略，很容易让人忽略其学人底色。而王式通不仅赋予和肯定了李慈铭经史大家的称

号，还颇为清晰地勾勒了其汉宋兼采的形象。无论是传前谓 “兼尊宋学，谓可以治心”，还是传中 “专治

汉学，仍服膺宋儒”以及所附致陈锦书、桂文灿书，均在体现李慈铭会通汉宋的一面。

王式通的这些操作，与学案发起人徐世昌的政治理想、学案全书论晚清汉宋关系的总体宗旨息息相

关。作为清末民初政权更迭的关键人物及以 “文治”著称的民国总统，徐世昌将 “政统与道统合一”的

政治理念深刻灌注于 《清儒学案》之中。⑨ 不难发现，他力图通过学案体系重构实现多重目标：将清代学

术纳入黄宗羲 （全祖望）的学案谱系，确立道统赓续的合法性；在新文化运动勃兴的背景中重树传统儒学

权威；构建跨政权的文化和身份认同等。又正如研究者所说，徐世昌 “对于中学，他沿着晚清以降 ‘会通

汉宋以求新’的学术潮流，不存门户之见，汉宋兼采，主张 ‘殊途同归，咸主于有用’”。瑏瑠 而从学案来

看，“晚清汉学家对宋学态度，经历了一个 ‘治学宗汉，立身宗宋’到 ‘学通汉宋’的过程”。瑏瑡

在这样的编纂框架和理念预设下，李慈铭被策略性地塑造为汉宋兼采的典范。如此定位与同时期钱穆

在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李氏等人 “旧辙已迷，新轸尚远，终于为一过渡之学者”瑏瑢 的论断形成微

妙呼应，也折射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认知范式：徐世昌主导的学案刻意凸显李慈铭调和汉宋的学术姿

态，意在为其 “道统重构”理想提供个案支撑；钱穆的学术批评则着眼于知识转型的断裂性，将李氏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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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瑢

有研究者提到国家图书馆藏有 《清儒学案》稿本 ３１８册。（朱曦林：《近百年来 〈清儒学案〉研究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

２０１８年第 ３期）笔者怀疑此中或有相关材料，但在国图网站上并未检索到此稿本信息，有待进一步考察。
《曹秉章来函》，１９３５年正月廿七日 （３月 ２日），李立民：《〈清儒学案〉曹氏书札整理》，第 ２８８页。
《徐世昌批语》，李立民：《〈清儒学案〉曹氏书札整理》，第 ２８８页。
可参蔡元培：《印行越缦堂日记缘起》，《越缦堂日记》，第 １ ４页。
因李慈铭 “精研乙部，故先从诸史入手”，见 《李慈铭汉书札记出版广告》，《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１９２９年第 ２卷第 ５号。
徐世昌著，沈芝盈、梁运华点校：《清儒学案》卷 １８５，第 ４８４５页。
学案在李慈铭弟子一栏附陶方琦、陶?宣、王继香三人，交游则附张之洞、王先谦、周寿昌、黄以周、谭献、朱一新等人，与史

稿李慈铭传附陶方琦、谭献、李稷勋相比，无论是分类还是安排，似均更合理。

李慈铭著，张桂丽校：《越缦堂读书记全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２１年，“前言”，第 ２页。
瑏瑡　 刘凤强：《〈清儒学案〉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１４ １５、２０７页。
朱曦林：《世变中的持守：徐世昌之学行与文化观考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年第 １期。
陈兰甫条，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７０３页。



民初清学史书写中的身份认同与叙述政治

为传统学术范式崩解过程中的过渡载体。

相较于 《清儒学案》小传对李慈铭汉学家身份的聚焦，王式通在 《越缦堂读史札记序》中又展开了

另一重谱系建构———将李氏史学渊源上溯至万斯同、全祖望的浙东学派脉络。他写道：“浙东自南宋后，

久为文献渊薮。延致明季，其遗闻佚事，如唐鲁二王始末及节义之俦类，皆未笔诸书后，蜪归湮没。赖有

南雷季野、谢山诸老，以强博之才转相口授，得以流衍弗替。先生恭承其绪，志在裁制人伦，整齐物类，

所蓄以应世用者深且远。”① 两种书写看似矛盾，实则共同编织成一张涵盖 “经—史”双维度的收编网络，

使李慈铭成为书写清学史时绕不开的人物之一。

不过，徐世昌一门对李慈铭的定位并未成为 “盖棺论定”之言。王重民、张舜徽二人的评价，让人目

光又回到了文苑与儒林之争上。② 在史稿、学案编纂同期出现的其他书籍，如费行简 《近代名人小传》、

闵尔昌 《碑传集补》和汪兆镛 《碑传集三编》，虽设有儒林、文苑、经学、文学等栏目且均收录了李慈

铭，但前书将他置于 《官吏》一门③，后二书则将其写入 《科道》一栏。④ 与此同时，李慈铭也未能得到

新文化运动人物的青睐。⑤ 反倒是民国掌故学者对他津津乐道，如徐凌霄、徐一士 《凌霄一士随笔》，黄

? 《花随人圣庵摭忆》笔下的李慈铭诸条。可见，某人该入何传，具体形象如何，“主要还是取决于编纂

者的价值取向、撰述体例及当时的学术氛围等复杂因素”。⑥ 若对此种叙述差异不细加留意，现在的李慈铭

形象，或许还是那 “狂生”的标记。

结语

李慈铭曾因黄宗羲缺少代表性的经学著作，将其删出自撰的 《国朝儒林经籍小志》⑦，不料自己身后

亦面临同样遭遇。历史的巧合令人唏嘘时又在冥冥中印证了那句 “乌乎，儒林耶？文苑耶？听后世之我

同；独行耶？隐逸耶？止足耶？是三者吾能信之于我躬”。⑧ 随着儒林、文苑、学案等体例在近代学术史书

写中的式微，关于李慈铭入何传、是否入传的争议已经被大多数人遗忘。但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始终存在：

当我们在各种文本中阅读李慈铭时，究竟在阅读谁？是那位活在 １９ 世纪的绍兴人，还是 ２０ 世纪抑或当下
书写他的后来人？

由于 《清史稿》《清儒学案》具体编纂语境的不同，呈现出对传主李慈铭的差异化书写：一以维护官

方学术正统为旨归，在叙述时进行了侧重于文的处理；一则寄托 “政统与道统合一”的深层诉求，着力塑

造李慈铭在清学谱系中 “汉宋兼采”的面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参与 《清史稿》纂修的缪荃孙、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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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式通：《越缦堂读史札记序》，李慈铭撰，王重民辑：《越缦堂读史札记》，北平：国立北平图书馆，１９３２年，第 １页 ｂ ２ 页 ａ。
《越缦堂文集跋》中则有 “近代越中巨子如西河考据，石笥词章，实斋文史，躬耻义理，流衍儒林，并光典录。先生晚出，学有

异同，沈思藻翰，极虑表，余艺具存，前贤生畏”等语。

王重民：《李越缦先生著述考》，《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１９３２年第 ６卷第 ５号，第 １页；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 ２０ 《越缦
堂文集十二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５０６页；《清人笔记条辨》卷 ９ 《越缦堂日记》，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３３８页。同时可参见戴海斌：《读 〈张舜徽壮议轩日记〉札记之三———李慈铭究竟 “儒林邪，文苑邪？”》，

《上海书评》２０２１年 １１月 ２４日。
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李慈铭条》，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８ 辑第 ７８ 册，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７ 年，第
１７９页。
闵尔昌：《碑传集补》卷 １０ 《科道》，《清朝碑传全集》第 ４册，台北：大化书局，１９８４年，第 ３０２４页；汪兆镛：《碑传集三编》
卷 １１ 《科道》，《清朝碑传全集》第 ５册，台北：大化书局，１９８４年，第 ３９０２页。
不过胡适、鲁迅对李慈铭日记多有关注。前者虽然认为李氏日记并非 “正宗嫡派”，但 “若有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又

畏人知的，却不妨模仿着试试”。（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鲁迅全集》，北京：同心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６５ 页）后
者则言：“看李慈铭的 《越缦堂日记》第三册。这部书也是使我重提起做日记的重要原因”。（胡适日记 １９２１ 年 ４ 月 ２７日，中国
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 ２４页）作为新史学开创者的梁启
超在 ２０年代初总结清儒整理旧学之成绩时，也曾利用李慈铭日记论证 《论语正义》一书的实际作者。［梁启超著，夏晓虹，陆

胤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新校本）》，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第 ２４１页］
陆思麟：《清人传记中的章氏学术记载：〈清史稿·文苑传〉章学诚传考论》，《古典文献研究》２０１５年第 ２期。
张桂丽：《李慈铭的清学史观———以 〈国朝儒林经籍小志〉为中心》，《中国典籍与文化》２０１５年第 ２期。
李慈铭：《六十一岁小像自赞》，李慈铭撰，王重民辑：《越缦堂文集》卷 １１，第 ５页 ｂ ６页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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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鉴、金梁，还是编纂 《清儒学案》的徐世昌、夏孙桐、王式通，均是成长、成熟于同光之际又延续到民

国修史的遗民。李慈铭之于他们并非遥远的前辈学者而是切身交往过的友人。这种特殊身份使他们在书写

李慈铭时，既包含着对同光时期学术传统的追忆，也隐含着对清朝灭亡后文化和身份认同的思考，以及对

当下学术、政治现状的省思。在此意义上，《清史稿》《清儒学案》对李慈铭的书写，是借叙述 “故国学

术”之名，行 “遗民政治”之实。

进言之，在清末民初政权鼎革和知识话语转型的特殊背景下，李慈铭形象在 “同光后劲” “汉宋兼

采”“浙东余绪”“过渡学者”等标签间的游移，实为不同历史主体通过书写争夺学术话语权的结果。叙

述的差异绝非偶然，而是话语权争夺在文本中的具象化。李慈铭学术形象的不确定性，同时暴露出清学史

书写中 “回溯性建构”的普遍困境：所谓 “汉学正统”“科学精神”等说法，经常存在想象性与目的性的

成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学术史的书写也从来不是静止的过往，而是当下意识形态争夺的战场。因

此，唯有解剖这些 “记忆之场”，方能撕开宏大叙事的裂隙，揭示更多被压抑的复调历史。

（责任编辑：周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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